
 

 Marine Sciences / Vol. 35, No. 9 / 2011 107 

红树林湿地沉积物中脂类生物标志物的应用研究进展 
Progress in application of lipid biomarkers in mangrove 
wetland sediment 

白 羊, 严重玲, 薛 博, 卢豪良, 谢 峰 

(厦门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污染生态学实验室, 福建 厦门 361005) 

中图分类号: P59; P736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: A          文章编号: 1000-3096(2011)09-0107-05 

红树林(mangrove)是生长在热带、亚热带潮间带, 
受周期性潮水浸淹, 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常绿灌木
或乔木组成的潮滩湿地木本生物群落。红树林生态

系统处于海洋与陆地的动态交界面, 作为独特的海
陆边缘生态系统在自然生态平衡中起着独特的作 
用[1-2]。红树林有着高生产力且能有效地吸附水体中

的悬浮颗粒, 其沉积速率显著高于一般的潮滩湿地
且有着非常活跃的碳循环, 因此尽管红树林湿地面
积仅占总海域的一小部分, 但其在全球碳循环中发
挥着重要的作用[3-5]。近年来, 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
研究和保护正成为生态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。脂类

生物标志物(lipid biomarkers)是沉积物有机质中能够
溶于醚、苯、氯仿等有机溶剂而不溶于水的一大类

化合物, 包括正烷烃、脂肪酸、多环芳烃、烷醇、三
萜系化合物、甾醇等, 它们有着很大的结构多样性和
生物特异性, 可作为沉积物中的生物标志物[6]。红树

林湿地沉积物中含有其红树植物以及河流、潮汐等

输入的丰富脂类生物标志物, 其直接来源于生物脂
类 , 保留了生物脂类的基本分子骨架 , 能提供有机
质输入、沉积环境与成岩变化等多方面的信息[7-8]。

本文结合作者在红树林湿地的相关研究工作, 综述
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红树林湿地沉积物中脂类生物

标志物在红树林湿地有机质物源, 古环境研究以及
污染物溯源等方面应用研究进展。 

1  应用脂类生物标志物检测红树林

湿地有机质物源 

1.1  红树林湿地中有机物质来源 
红树林湿地有机质(organic matter)的来源可分

内源输入和外源输入两种: 内源输入主要指红树植

物的凋落物、浮游植物、底栖生物的初级生产和次

级生产的输入; 外源输入主要指通过外界水源补给, 
如地表径流、地下水和海洋潮汐等携带进来的颗粒

态和溶解态的有机质[4,7-9]。Volkman等[9]2007对澳大
利亚奥德河口红树林湿地沉积物有机质来源研究表

明有机质的主要来源为外源输入, 包括陆源高等植
物以及海洋微藻输入等。Xue 等[10]2009 年对福建漳
江口红树林湿地沉积物中有机质来源进行了研究 , 
也认为红树植物输入并非沉积物中有机质主要来源, 
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很大一部分可能为河流和海洋携

带的外源有机质输入。不同来源的有机质具有不同

的脂类标志化合物组成特征, 通常采用索氏提取法、
微波提取法和超声波提取法等对沉积物中的脂类物

质进行提取, 提取出的中性组分和经衍生化后的极
性组分, 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仪(HPLC)、气相色谱仪
(GC)、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仪(GC-MS)和气相色谱与
同位素比值质谱联用仪(GC-IRMS)等仪器进行分析, 
得到脂类生物标志物的组成特征和各单体同位素比

值, 再结合大量元素和稳定同位素的测定结果来讨
论其有机质物源[8-9,11-13]。  

红树植物目前尚未发现有特定的脂类生物标志

化合物 , 但红树植物体内含量较高的一些脂类 , 如
C18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和蒲公英赛醇(taraxerol)已经
被广泛应用。Hall 等[14]利用 C18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

18:2n6 和 18:3n3 脂肪酸作为红树植物的生物标记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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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红树林湿地食物链。Versteegh 等 [15], Scoursea  
等[16]研究发现刚果河口沉积物中蒲公英赛醇与陆源

烷烃、烷醇含量之比及其与沉积物中红树植物孢粉

含量之比存在着正相关关系。从而指出蒲公英赛醇

虽然不是红树植物特有的脂类, 但其在红树植物中
含量高于其他高等植物中的含量, 可以作为沉积物
中红树植物历史分布和有机质输入的特定生物标志

化合物。 

1.2  红树林湿地有机质流动 
红树林具有极高的生产力, 其总的生产力(包括

叶凋落物、躯干生产力和根生产力 )可以达到     
149 mol/(m2·a), 其中叶凋落物量占到 1/3左右[17-18]。

一部分的红树植物凋落物直接进入红树林湿地和临

近的沉积物, 据 Jennerjahn 和 Ittekkot[18]估计, 红树
林贡献陆源输入到海洋中有机质的 11%和现代海洋
沉积物中 15%。此外红树植物凋落物被认为是整个
潮间带底栖动物、藻类和细菌等最重要的营养来源, 
底栖蟹类大多以红树植物凋落物为食, 且在红树林
湿地有机质的转移与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[19]。

Thongtham和 Kristensen[20]研究表明红树林湿地底栖

蟹类主要以红树植物凋落物为食, 且通常要摄食超
过其同化量的 2 倍以上, 其排泄物为微生物和藻类
提供了生长所必需的营养。 

在最近的研究中, 脂肪酸作为研究复杂食物网
的有效手段被广泛应用。无脊椎动物不能合成自身

所需要的必需脂肪酸, 而这些脂肪酸通常只能由不
同的初级生产者合成, 因此研究无脊椎动物各组织
中的脂肪酸含量和分布能够反映出其食物来源[21]。

Hall 等[14]利用脂肪酸作为标志物对澳大利亚黄金海

岸红树林区食物链进行研究, 分别测定了红树植物
叶片、腐食性蟹类和肉食性蟹类体内组织、粪便中

的脂肪酸组成和含量, 指出多不饱和脂肪酸 18:2n6
和 18:3n3 可以作为红树植物的标志物来追踪其向高
营养级蟹类的转移, 其中 18:3n3 还可以追踪到第三
营养级的营养转移, 在第三营养级的肉食性蟹类的
组织中发现, 从而第一次实现了利用脂肪酸作为生
物标记化合物实现跨越 3 个营养级的有机质追踪。
Alfaro等[22] 利用红树林湿地内各物种脂肪酸和稳定
同位素组成的不同, 追踪了新西兰北部红树林湿地
营养物质的流动, 其研究表明第二营养级的动物可
能存在着多种食物来源, 包括硅藻和红树植物凋落
物等。 

2  应用脂类生物标志物研究红树林

湿地古环境 

沉积物样品中的脂类生物标志物在缺氧沉积环

境下可以长期保存, 其提供的信息可以重建古沉积
环境条件, 探讨不同类型环境因子的变化。与其他的
研究方法相比, 脂类生物标志物具有输入源易于确
定 , 在环境中可以长期保存 , 且不易受环境的影响
等优点[23-25]。使用脂类生物标志物用于研究古环境

已经有较长的历史, 其在古环境研究上最具代表性
的应用是 Prymnesiophyte属藻类分泌的长链 C37, C39

烯酮的不饱和度 K
37U 指数与海洋表层温度的相关性

的建立[26]。 
由于红树林湿地的理化性质和水文条件相当复杂, 

其古环境研究主要采取跨学科结合的方法, 如水文条
件、海水温度、沉积物孢粉和脂类生物标志物等相结

合[27]。Boot等[28]对巴西亚马孙湾 35 000年内脂类生物
标志化合物研究表明, 高等植物的脂类标志化合物在
12~35 ka沉积物中含量持续上升, 细菌源、藻类源特定
脂类生物标志物的含量与前者有着相同的趋势, 经过
蒲公英赛醇和红树植物孢粉相关分析表明在此期间中

红树林生产力大大提高, 而陆源营养输入的增加和海
岸的侵袭则使海湾内藻类及细菌含量也持续升高。Xu
等[29]对美国佛罗里达湾柱状沉积物脂类化合物研究表

明, 在 160年间, 蒲公英赛醇/总有机碳比值从 1936年
的 20 μg /g 增长到 1966 年的 190 μg /g, 1980 年为   
279 μg /g, 指出红树林输入在160年间有着显著的增长, 
可能是水文变化和地理环境条件的变化的结果; 对海
草和微生物的研究表明, 在 1988~1995 年间大量的海
草消失, 随后又慢慢恢复; 细菌含量则持续上升。这些
研究结果表明从 20世纪以来, 人类活动严重影响着佛
罗里达湾生态系统。 

此外脂类标志化合物中的稳定同位素值, 特别
是随气相色谱与同位素比值质谱联用技术发展起来

的单体稳定同位素的测定技术, 已经能够更深入研
究古环境参数(如 C 单体同位素研究 C3、C4 植物分
布[25], H 单体同位素研究沉积环境[30]), 为古气候的
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。 

3  应用脂类生物标志物对红树林湿

地污染物进行溯源 

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, 大量工农业废弃物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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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污水排放以及近海地区海洋渔业、船舶运输等的

排污和溢油事故, 位于河口海岸开发前沿地带的红
树林湿地受到普遍的污染。红树林湿地沉积物具有

的一些特性, 如高生产力、富含有机质碎屑、沉积物
颗粒细和缺氧环境等使之成为污染物的吸收和蓄积

的场所 , 从而将污染物毒性放大 , 极大地影响环   
境[1, 31]。脂类生物标志物能够在红树林湿地沉积物中

长期存在并且易于测定, 可以作为稳定、可靠的污染
标志物。 

3.1  红树林湿地化石燃料污染 
工农业生产中化石燃料(fossil fuel)及其衍生物

的使用, 汽车尾气以及近海地区海洋渔业、船舶运输
等的排污和溢油事故造成了严重的污染, 受其污染
的沉积物中含有大量的多环芳烃和正构烷烃。Tam
等[32]对香港上白泥红树林表层沉积物受污染情况研

究表明, 姥鲛烷、植烷、轻碳组烷烃(n-C14到 n-C20)
含量均很高, 总石油烃含量为 60~80 μg /g, 红树林
根际区总石油烃含量可高达 1 000 μg /g, 明显高于
其他对比红树林区沉积物的含量, 指出上白泥红树
林主要受 1998~2002 年间的燃油使用污染。通过多
环芳烃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, Ke 等[33]对香港红树

林湿地表层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研究表明, 上白泥红
树林表层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的组成以萘(两环)、芴和
菲(三环)为主, 低分子量的多环芳烃占较大比例, 由
此推测污染源主要为船舶排污、工业废水和溢油事

件。Tian 等[12]对福建九龙江口红树林湿地沉积物多

环芳烃含量进行研究表明, 目标污染物以四-六环的
多环芳烃为主, 指出该红树林沉积物中的多环芳烃
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不完全燃烧。此外, Bryselbout
等[34]的研究指出可以应用植物叶片蜡质层中含有的

化石燃料有机化合物组分调查区域内化石燃料污染

情况。 

3.2  红树林湿地人类活动影响及水体富营

养化 

人类活动排放含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和生活

污水排放到红树林湿地所处的河口和海湾等缓流

水体 , 可以在短时间内引发水体富营养化 , 利用
脂类生物标志物可以对人类活动影响及海水富营

养化进行研究[35-37]。粪甾醇(coprostanol)被多位研
究者指出可以作为人类活动污染的一种重要的指

示物。在成人的排泄物中, 粪甾醇可以占到所有多

醇总量的 40%~60%, 远高于其他动物[38]。Mater
等[39]对巴西圣卡塔琳娜岛红树林沉积物中的 C、
N、P元素和脂类生物标志物进行了研究表明, 5β-
粪醇含量与粪醇异构体比率 5β/ (5α+5β)较高, C、
N、P元素含量与红树林输入无显著相关而主要与
生活污水排放有关。指出该地河口红树林湿地受

到严重的人类活动影响, 污水排放干扰了当地的
磷、氮和有机碳的循环, 从而造成了该地区水体富
营养化。Nicholls 等[40]指出富营养特别是富 N 会
影响红树林的生长, 使红树植物体内和沉积物中
的有机质组成发生变化, 因而可以利用红树林沉
积物中的脂类生物标志物和 N 含量变化来监测水
体富营养化情况。 

4  研究前景 

目前世界各地红树林生态系统正在以惊人的速

度转化或退化, 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尤为
重要。探索红树林与环境关系, 例如红树林生态系统
内的有机质流动、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态能力和长

期生态效应等方面将有助于揭示其能量流动和物质

循环, 进而为红树林的保护提供更多的基础数据和
技术支持。脂类生物标志物可以提供准确且稳定的

信息 , 是研究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效工具 , 近
年来, 脂类生物标志物在红树林湿地有机质物源源、
古环境研究、污染物溯源等方面取得了广泛的研究

成果。随着技术方法的不断进步, 越来越多的脂类生
物标志化合物的意义被揭示, 使我们能更加深入地
研究红树林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、红树林湿地的变

迁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。在污染物检测方面, 筛选
更多的污染物标志物 , 对污染物进行溯源 , 也是未
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。 

由于红树林湿地具有独特的生境和复杂的理化

性质, 世界范围内红树林分布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以
及涉及到多个学科的交叉综合, 因此红树林研究日
益需要强大的多学科背景和国际范围内技术合作 , 
这也是其近期发展速度受到限制的因素之一。随着

对红树林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不断加深 , 
更大规模的学术交叉和国际合作将出现, 同时随着
分析手段的进一步提高, 理论知识的不断丰富和研
究方法的持续创新, 脂类生物标志物在红树林湿地
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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